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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随着国际关系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以网络通信技术为代表的

新兴科技领域成为大国竞争的关键。美国将同盟体系作为对华科技竞争布局

中的关键一环，试图借助盟友力量共同对华施压。同盟政治压力以及与中国

技术合作的现实需求，导致美国盟友出现政策选择的两难。文章尝试在同盟
“同一性”困境理论的基础上，引入技术合作和同盟压力变量，借此构建分析

框架，探讨美国盟友在面临同盟对手也是技术合作伙伴时的政策选择逻辑。
研究发现，在中美科技竞争的大背景下，与中国的技术合作水平对美国盟友

对于中国的积极态度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源于美国实力优势和政治认同的

同盟压力对美国盟友的对华政策选择有负面影响。在美国对华科技制裁中，美

国盟友对华政策的选择将取决于在同盟压力和对华技术合作水平之间的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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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以新兴技术为代表的科技实力成为影响国际体系

和国家间力量格局变化的关键要素。早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就认为与中

国在科技领域的竞争将是影响未来中美综合实力的关键，故而将中美贸易摩擦

延伸至高科技领域。拜登政府上台后，更是将科技竞争视为中美博弈的主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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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1 年 2 月，拜登在美国国防部的讲话中强调，需要应对 “新兴技术带来的

风险与机遇”以及来自中国的挑战。① 4 月，美国参议院提出了 《202 1 年战

略竞争法案》，要求拜登政府为保护和促进美国的 “重要利益和价值观”，与

中国在全球供应链和科学技术上开展全面竞争。② 为保持美国在技术创新方

面的领先地位，拜登政府决定在量子计算、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生物技术

等新兴技术领域展开对华竞争，对华科技施压呈现由点到面、力度不断升级

的趋势。由于新一代网络技术在未来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发展中所发挥

的基础性作用，中国网信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并与美国的差距不断缩

小，网络通信领域成为美国对华科技制裁的重点领域。③

中美之间战略对抗的韧性，以及两国技术竞争的白热化趋势，让美国盟

友也深感不安。④ 这不仅是出于对美国对华科技制裁不断加码可能导致全球

科技分裂、产业脱钩的担忧，更是因为美国盟友在其中面临的政策选择两

难。一方面，美国是最重要的安全盟友，并在极力拉拢盟友打造对华科技施

压的同盟网络。202 1 年 3 月，拜登政府公布的 《过渡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指

南》明确指出，除了利用立法、行政、司法和市场的手段外，更要团结盟友

和伙伴关系网络共同应对技术竞争的挑战。⑤ 由此，美国依托现有的同盟体

系，以 “安全”和西式 “民主”价值观为切入点，构建 “科技民主联盟”，
深化与盟友的多边协同，在情报、执法、出口管制、投资审查和风险防范等

方面逐步实现一致化，力劝盟友合力围堵和打压中国科技发展。⑥ 另一方面，
不少美国盟友与中国存在广泛而深刻的技术合作关系。中国是韩国、日本、
澳大利亚、欧盟等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与高新技术有关的贸易和投资也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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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盟友与中国合作的重要内容。由于技术合作带来的丰厚经济利益以及排除

相关设备的巨大经济成本，不少美国盟友不愿在美国利用同盟对华科技施压

的问题上采取二元对立的政策，试图避免与中国的明确对抗。
对于美国盟友而言，中美科技竞争已经将安全、经济和技术问题结合在

一起，它们既希望维系同盟，享受美国的安全保障，同时又想保持对外政策

的自主性，获得对华技术合作的丰厚收益。随着中美科技竞争的不断加剧，
美国盟友在中美之间权衡和回旋的空间日益局促。作为中美博弈的第三方，
美国盟友的政策选择将在一定程度上反向塑造中美科技竞争，影响国际格局

演变。因此，当美国对华采取强硬的科技制裁并组织盟友展开共同行动时，
美国盟友在安全同盟和技术合作伙伴之间的政策选择就成为重要的研究问

题。本文尝试通过理论构建和实证分析，准确把握美国盟友在美国对华科技

制裁中的一般性政策选择逻辑，对该问题做出有意义的解答。余文安排如

下：第二部分简要回顾学界对于中美科技博弈中美国盟友政策选择及其影响

因素的分析，并做出总体评价；第三部分借鉴同盟的 “同一性”困境进行理

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第四部分通过变量与数据选取，以及模型设定对美国盟

友的政策选择进行实证分析；第五部分是结论和启示。

二、文献梳理与评述

中美战略竞争影响的外溢，以及美国将其领导的双边和多边同盟体系视

为对华科技施压布局中的关键一环，使得美国盟友在中美科技竞争中的政策

选择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面对美国的 “联合施压”举措，美国盟友大

致有三种选择路径：一是加入美国的技术政治势力范围，共同对华施压；二

是维持或发展与中国的技术合作；三是在中美之间保持中立或观望态度，有

意识和有选择地依赖中美两国的技术，或尝试解开对中美的技术依赖，创建

自己的技术政治势力范围。① 美国的盟友并非铁板一块，而是一群对中美科技

竞争以及美国对华科技制裁日益加剧有着不同看法的国家，在政策选择上也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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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明显的差异化特征。既有研究分别从体系层次、国家间层次、国内层次以及

跨层次分析视角，对美国盟友在中美科技竞争背景下的政策选择进行了探讨。
（一）体系层次分析

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分布特征是影响国家行为选择的决定因

素。美国盟友所处的国际体系结构，以及该国在国际体系结构中所处的位置

共同决定了其在中美科技博弈中的决策自由。① 一方面，美国仍然占据着技

术优势地位，中国在某些领域技术优势的形成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国际体系结

构。因此，多数学者认为，美国盟友与中国之间并不存在结构性冲突或零和

竞争关系。例如，日本仅视中国为技术竞争对手，而非国家安全威胁；② 欧

洲主流学派也并没有将中国理解为结构性全球冲突的宿敌。③ 另一方面，中

国科技实力的增长及其与美国盟友中传统科技强国之间差距的缩小，也会使

美国盟友对中国的科技发展产生不信任情绪。国外智库和学者日渐强调美国

盟友与中国之间的竞争性。如有欧洲学者认为，中国与日俱增的经济和技术

影响力愈发引起欧洲领导人的不安，国家安全因素而非经济效率正在挑战过

去中欧关系的平衡。④

（二）国家间层次分析

与美国和中国的双边关系也会影响美国盟友在中美科技竞争中的政策倾

向，其中，同盟关系、身份异同与技术联系是国家间层次分析的重点。首

先，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是美国盟友政策选择的重要考量。有学者认为，美国

盟友之所以对中国高新技术发展的认知日渐政治化，在中美技术竞争方面的

模糊政策不得不清晰化，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盟友大都视美国为其最重要的盟

友且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⑤ 不少学者以同盟中的 “牵连—抛弃”困境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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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视角对美国亚太盟国的政策选择进行分析，认为亚太地区经济—安全二元

格局的存在使得美国的亚太盟友在中美之间不时面临选择困境。① 美国要求

盟友与其联手对中国进行科技制裁也会使盟友陷入两难困境：一边是提供安

全保障的盟友，另一边是技术合作伙伴。② 其次，与中美两国的身份异同也

会对美国盟友的政策倾向产生影响。基于政治体制、经济发展程度、文化和

意识形态等差异，国家可划分为多种不同身份。身份共性越多的国家，更易

产生认同感，从而达成合作。③ 国内外学者都清楚地认识到，美欧价值观与

政治制度的同质性，使其在对华科技竞争方面存在共同诉求。在美国的持续

影响下，目前在中美科技竞争中持中立立场的部分欧洲国家有可能逐渐向美

国的立场靠拢。④ 虽然美欧对华技术威胁感知和应对策略存在分歧，但欧洲

学者普遍表示乐观，认为无论分歧看起来有多大，约束欧美价值观和安全共

同体的纽带可能会强化美欧在电信基础设施、数据信息保护、网络安全等领

域的合作，联合起来与华竞争。⑤ 最后，与中国的技术联系也是美国盟友对

华科技政策选择的关键因素。一方面，与中国的技术合作关系使得美国盟友

对美国的 “联合施压”持谨慎态度。美国盟友与中国在科技领域合作基础和

深度的不同导致各国对华的态度和认知也不尽相同，从而导致其对于如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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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中美科技博弈的意见并不一致。① 另一方面，与中国技术联系存在的 “安
全风险”是导致美国盟友站队美国的重要原因。有学者认为，澳大利亚、日

本和韩国对美国建立华为禁令联盟做出不同反应的关键并不在于与美国的同

盟关系，而是在于三国对与中国技术相关的安全风险评估差异。② 欧洲各国

政府和学者强调，与中国在数字转型和关键技术领域的合作必须要考虑技

术、安全、经济和社会风险。③ 国内学者也承认，美国盟友在对华科技合作

中可能会产生对技术转移、网络信息安全风险的担忧，从而影响其在中美科

技竞争中的政策取向。④

（三）国内层次分析

国内层次因素是塑造美国盟友对外政策和行为的重要原因，国内结构、

利益、公共舆论的不同会导致美国盟友在中美科技竞争中产生差异性的政策

选择。诸多研究对美国盟友的国内利益进行分析，认为盟友与美国在对华战

略上的利益共识和分歧导致其对华政策模糊、复杂多变。⑤ 日本就因考虑到

本国企业的效率和竞争力的损害，以及巨大的风险和成本而对美国对华 “脱
钩”深感忧虑。⑥ 还有学者从国内选举、公众舆论和精英偏好等方面来分析

美国盟友对华科技政策与美国保持一致的原因。⑦ 澳大利亚华为禁令的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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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须考虑其国内自由民主主义和威权主义的辩论。① 韩国国内的公共舆论也

因中国技术的安全风险和美韩盟友关系而表现出支持美国的倾向。②

（四）跨层次分析

国家的对外政策选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单一层次的分析明显缺乏解释

力。不少学者从不同层次的相互关系出发，对中美科技竞争中美国盟友的政

策选择进行跨层次分析。有学者从体系层次的中美科技实力对比，以及单元

层次的对华科技共识、对华战略行动与美国是否一致，对盟友回应美国战略

需求的配合程度进行分析。③ 还有学者认为，外部层次中同盟体系内美国对

成员国施加的压力，加上国内层次中跨国公司本地嵌入水平的高低，共同决

定了美国盟友对华为 5G 的成本测算和安全认知。④ 可见，除美国压力外，
盟国对安全、经济和国内政治因素的考虑，以及与中国的双边关系状况都会

影响盟国的对华政策。⑤

以上四个层次的分析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为我们更好地理解美

国盟友在美国对华科技制裁中的政策选择提供了多样的观察视角，但尚存以

下不足。其一，虽然学者们从不同层次进行了探讨，但体系层次分析无法解

释面对中美科技竞争的结构性压力，美国盟友政策选择差异的原因。国家间

层次、国内层次和跨层次分析虽然能够部分解释造成差异的原因，却未能抓

住美国盟友政策选择的共性特征。其二，既有研究多是美国盟友政策选择影

响因素的简单罗列，且多限于对某一盟友的个案研究，既未形成系统的理论

分析框架，也缺少将多个案例共同纳入考量解释其政策选择一般性逻辑的研

究。其三，不同学者对同盟关系、技术合作等一些重要变量的认识存在明显

分歧。有学者认为，同盟关系是推动盟友配合美国联合对华科技施压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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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也有学者认为，同盟和政治安全关系并非盟友考量的重点。有学者强

调，与中国的技术合作收益会使盟友对联合施压持谨慎态度；也有学者强

调，与中国技术合作带来的 “安全风险”使盟友与美国的政策保持一致。鉴

于美国盟友对于塑造中美科技竞争未来发展形态的重要性，以及既有研究对

其政策选择一般性分析的欠缺，本文以美国盟友的政策选择为研究对象，尝

试以同盟压力和技术合作为变量构建理论框架，对美国盟友在美国对华科技

制裁中的政策选择进行实证分析，以期对现有解释进行补充和创新。

三、理论假设：同盟压力、技术合作与政策选择

同盟关系贯穿国际政治的历史。虽然国内外学界关于同盟的研究众多，
但同盟的概念难以准确地加以界定和衡量，一般是指各国通过结盟的方式与

其他国家达成合作以应对特定时期共同的外部威胁，随后在一系列制度安排

下达成利益协调，保持对外行动的一致。当同盟中各国利益出现分歧时，就

很容易陷入同盟困境。同盟成员不仅面临着同盟内部的 “牵连”和 “抛弃”
困境，而且面临同盟对手与合作伙伴的 “同一性”困境。随着国家间技术合

作联系的加深，同盟成员也会面临同盟对手也是技术合作伙伴的困境，从而

在同盟安全利益与技术合作利益之间面临着政策选择的两难。
（一）同盟的 “同一性”困境

同盟一旦形成，就会参与到同盟内外的国家间互动之中，改变同盟成员

的行为模式，制约同盟成员的对外决策和战略实施。同盟也是一个动态的过

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同盟成员也会产生战略目标的偏

移。格伦·斯奈德 （Glenn H.Snyder）认为，同盟缔结之后，同盟成员之间

就整体利益和各自需求不断进行博弈，在应对安全威胁的同时谋求自身利益

的最大化，往往会陷入 “抛弃”或 “牵连”的两难困境。 “抛弃”是指担心

盟友可能会脱离同盟，导致其无法履行明确的承诺，或者可能无法在需要提

供支持的突发事件中提供支持；“牵连”是指被其他成员拖入到与自身利益

并不直接相关的冲突与战争中。① 当一个国家担心被抛弃时，它会表现出对

同盟更坚定的承诺，以便让盟友做出回应，但这可能会使其陷入被牵连的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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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当一个国家遭遇牵连恐惧时，它将表现出较弱的同盟承诺，以约束盟

友，但这又可能导致其被抛弃。①

主流观点将同盟视为能力聚合以对抗威胁的工具，同盟的缔结更多的是

注重安全。随着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其他领域的利益也逐渐成为同盟必

须考量的问题。因此，同盟困境不仅体现在军事领域，也体现在政治、经济

和技术等其他领域，② 其内涵也由同盟内部成员向同盟对手扩散。同盟对手

与同盟成员之间的经济联系程度首先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保罗·帕帕约

诺 （Paul A.Papayoanou）提炼并综合了经济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均势理论

的观点，认为同盟内部以及同盟与对手之间经济联系的强度影响了各种制衡

努力的可信性，进而对和平的前景产生影响。③ 国内学者张景全在 “抛弃—
牵连”困境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 “同一性”困境，即同盟对手与同盟经

济伙伴的同一性导致了同盟成员对外政策的两难。④ 当同盟缔结之初的外在

威胁国家不再是同盟的共同威胁 （或威胁性减弱），并与同盟内成员有着较

为密切的合作往来时，就会出现合作伙伴与同盟针对对象的同一性问题。如

果同盟成员为了维护同盟在安全上与同盟对手对抗，那么必然会导致经济上

的损失；如果同盟成员维持与同盟对手之间的紧密联系，则可能有损于同盟

团结，甚至因双方的敌意不断减少使同盟失去其存在的意义。⑤

假设 A 国与 B 国结成同盟，并将 C 国视为安全威胁。随着 B 国与 C 国

因合作联系造成的利益捆绑越来越紧密，C 国作为同盟对手与同盟合作伙伴

的同一性就越来越强，A 国 “被抛弃”的恐惧会逐渐加深，从而对 B 国施加

压力。若 B 国考虑到同盟利益或是 A 国施加的同盟压力，担心 “被牵连”
而去弱化与 C 国的合作关系，甚至陷入与 C 国的敌对或冲突状态，将会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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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收益受损。若 B 国考虑到合作收益，继续保持或加强与 C国的合作关系，
则会牵扯到同盟整体或 A 国的利益，可能有损同盟的团结甚至遭受到 A 国的

打击，从而增加 B国所面临的安全威胁。可见，面临 “同一性”困境时，同盟

成员最终的政策选择主要受到同盟压力以及与同盟对手的合作之间的张力的

影响。
（二）同盟主导国与同盟压力

同盟关系的一个主要特征是不对称。詹姆斯·莫罗 （James D.Morrow）
认为，非对称同盟是国家实力对比不相同的国家结成的同盟，若弱小国家在

很多事情上顺从大国，或者小国获得安全的同时却丢失了自主权，说明这个

同盟是非对称的。① 在非对称同盟中，综合国力更强的国家在援助补偿、制

度安排以及成本承受能力方面拥有更大的话语空间及战略韧性，从而在同盟

中起到主导作用。实力较弱的国家则更多处于依附地位，或是自愿加入同盟

追随强国，让渡一定的自主权来寻求更大的安全保障，具有一定的敏感性和

脆弱性；或是被迫纳入同盟体系，成为强国为达成目标而利用的工具，几乎

失去选择空间。② 因此，非对称同盟不仅是权力的不对称，还表现出非对称

相互依赖的特点。
虽然同盟主导国实力强大，对同盟目标和同盟成员的掌控力较强，对于

“被抛弃”的担心较小，但同盟也存在其他形式的不对称，可能会使天平朝

着有利于较弱盟友的方向倾斜。③ 任何国家的战略目标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即便是非主导国也不会始终完全承担主导国的战略目的。尤其是在两极对抗

的体系中，同盟中的小国有强烈的背叛倾向。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

于两极之间根深蒂固的敌对关系，被抛弃的可能性降低，小国对 “被牵连”
的恐惧要远远超过对 “被抛弃”的恐惧。④ 即便不是在极限对抗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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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国也会担心因同盟成员与同盟对手越来越紧密的合作联系而被抛弃。这

意味着当同盟成员陷入 “同一性”困境时，主导国必须提高背叛的代价来增

强同盟的凝聚力，制约盟友的意愿也会变强，往往会以一种较为强硬的态

度，利用自身强大的实力以及非主导国对同盟的直接依赖对其施加压力。当

主导国施加的压力足够大时，就能使盟友背叛的代价超过与主导国合作的代

价，从而确保其目标、行动与主导国的外交与安全战略保持一致。同盟主导

国能够对成员国施加压力并进行有效控制主要取决于主导国是否有能力强制

约束成员国，以及成员国是否有意愿被制约。①

首先，实力对比直接决定主导国是否有强制约束盟友的意愿和行为。一般认

为，主导国的实力越强、与盟友之间的实力差距越大，就越有可能约束盟友，从

而成功地维持同盟。反观非主导国，尽管害怕 “被牵连”，但若与主导国的实力

差距越大，其脱离联盟所要承担的后果就越严重，因而越可能被制约成功。② 同

盟对称性判断的主要依据是同盟成员国的综合国力对比。当同盟中强国国内生产

总值 （GDP）总量与人均 GDP乘积是弱国的两倍以上，则同盟是非对称的；如果

低于两倍，则同盟是对称的。③ 作为当今国际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盟友众

多，在不同的双边或多边对话协定与制度安排下不断进行互动与博弈。根据上述

量化指标，美国的实力远超所有盟友，其主导构建的双边和多边同盟均表现出明

显的非对称特征，这意味着美国对所有盟友都有一定的强制约束力。
然而，这并不表示所有的同盟成员都会受到来自主导国的同等压力。除

在军事保障、提供援助等方面的直接依赖外，同盟成员之间还存在间接依

赖，即双方在相互防御方面使盟友的权力资源不落入对手手中的战略依赖程

度。④ 间接依赖的不对称主要影响同盟成员对 “抛弃”的相对恐惧。当同盟

主导国对其伙伴的间接依赖大于非主导国时，主导国将更担心被抛弃。尽管

非主导国对同盟的直接依赖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这种间接依赖，但是战略依

赖程度的差异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一个强大的国家在同盟中会害怕被抛弃。
同盟主导国对不同成员的间接依赖程度也不同。实力较强盟友与同盟对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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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拢会造成同盟主导国更大的焦虑，失去一个实力较弱的盟友对主导国的安

全所带来的威胁也相对较小。因此，实力较弱的盟友虽然与主导国实力差距

较大，但可能因主导国对其间接依赖程度较低，而受到的压力较小；相反，
实力较强的盟友可能因主导国对其间接依赖程度较高，更容易受到来自同盟

的压力。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非对称同盟中的非主导国面临 “同一性”困境时，该成员的实力

越强大，越有可能受到来自主导国更大的压力，从而与其保持政策一致。

其次，对同盟主导国的政治认同决定了同盟成员是否有意愿去妥协。在同

盟政治中，政治认同可以理解为同盟成员基于同盟身份产生的认知、情感和意

识归属，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稳定的政治立场和政治价值观，以及对同盟或主导

国的主动政治支持行为。政治认同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同盟成员对同盟及

主导国的认同可能是从认同度较低到较高的过程，也可能是相反。若同盟成员

对同盟及主导国有较高的认同度，主导国就更容易将权力的相对优势转化为对

盟友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同盟中的政治认同度不仅体现为同盟成员对主导国地

区秩序建构、对外政策与安全战略的认可度，也体现在对主导国价值观念和意

识形态的认可度。因此，主导国不仅要将其所拥有的权力对比优势转化为利用

政治经济手段影响他国政策的能力，还需要通过价值观等软实力在同盟内部实

现同盟成员政治认同度的提升，综合发挥物质作用和观念作用，使成员国目标

趋向于自身目标。在同盟内部，每个国家在实力地位、国家利益、国内结构和

战略文化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对同盟和主导国的政治认同度也有所不同。当

同盟主导国向成员国施压时，成员国对主导国的政治认同度越高，就越容易受

到主导国的影响，甚至强化压力，从而与主导国在政策上保持一致。反之，成

员国对主导国的政治认同度越低，越是倾向于抵抗或弱化主导国的压力，在政

策选择上表现出较强的自主性。由此，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

H2：对主导国政治认同度越高，同盟成员国越有可能接受甚至强化主

导国的压力，从而与其保持政策一致。
（三）同盟对手与技术合作

随着安全内涵的扩大以及国家间相互依赖的加深，“同一性”困境不仅体现

在同盟成员与同盟对手之间的经济联系，也体现在技术合作关系方面。在非对称

同盟中，主导国往往拥有更大的话语空间并能在很大程度上主导同盟走向。然

而，在现代国际关系中，既不存在一个持续一致的威胁，主导国也难以对同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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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国的诉求进行绝对压制，成员国在让渡自主权寻求安全的同时也会适度保留一

定的自主性。① 由于与同盟对手保持着较深的技术合作，在技术联系及背后的

政治经济因素牵扯下，同盟与同盟对手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同盟成员对同盟

对手的威胁感知可能会发生变化。在安全威胁并不明确和紧迫的情况下，制衡

威胁无法为同盟合作提供充足动力，大多数成员国更倾向于追求本国国家利

益，根据成本和收益进行决策。② 因此，同盟成员针对同盟对手的政策行为

既要考虑同盟内部的压力，也要考虑同盟外部与同盟对手的技术合作关系。
一般认为，同盟成员与同盟对手之间很少或没有经济联系时，最有可能

在国际体系中采取坚定制衡的政策，同盟成员与同盟对手之间的经济联系越

是广泛而密切，同盟成员越是有可能弱化制衡或者采取调和性政策。③ 技术

合作往往会产生丰厚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从而对决策者起到强大的约束

或激励作用。这一方面是与同盟对手的技术合作所创造的国内既得利益集团

在政治进程中发挥作用有关。鉴于与同盟对手的积极关系，他们可能更不愿

意相信同盟对手的安全威胁，因此反对采取制衡措施。另一方面，政治领导

人需要关注安全政策对国家经济的影响，对抗性的政治军事政策可能会危及

政治稳定和经济效益。④ 重要的技术联系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需要时间来发

展的，因受到背后强大经济利益的约束，建立起来后就很难打破，一旦破裂

就会产生巨大的调整成本。代价高昂的安全政策，通常缺乏社会支持。同盟

成员面临 “同一性”困境时，也必须思考安全政策是否危及或有助于保持这

些联系。由此提出本文的第三个假设：

H3：与同盟对手技术合作程度越深，同盟成员国弱化合作关系的成本

就越高，从而越有可能保持政策自主性。

四、美国盟友政策选择及变化的实证分析

在非对称性同盟中，当同盟成员陷入 “同一性”困境时，同盟压力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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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郑维伟、漆海霞： 《联盟制度化、自主性与北约的存续》，载 《外交评论》2020 年第 5 期，
第 9 1 页。

宋伟：《联盟的起源：理性主义研究新进展》，载 《国际安全研究》2013 年第 6 期，第 8～9 页。

Paul A.Papayoanou，“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Balance of Power ”， International
Studie s Quarterly，Vo1.41，No.1，1 9 9 7，pp.1 14-1 1 5.

Ibid.，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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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联系将会影响成员国在同盟框架内对 “抛弃”和 “连累”的风险取向。
同盟压力决定了成员国与主导国保持政策一致的意愿程度，同盟成员与同盟

对手紧密的技术合作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会弱化其威胁感知，容易出现对

同盟的离心倾向或者制衡同盟对手的动力不足。随着中美科技竞争的白热

化，美国对华科技制裁措施不断升级加码，而美国盟友在其中的政策选择出

现了差异化特征。本部分以美国盟友的政策倾向为被解释变量，以同盟压力

和技术合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探究美国盟友在面临同盟对手与技术合作伙伴

的同一性困境时的政策倾向。
（一）变量选择与数据描述

1.被解释变量

虽然美国有数量众多的正式和非正式盟友，但由于一些同盟条约和协议

的保密性，也由于同盟关系的实质会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而出现巨大变

动，对于哪些国家是美国盟友，美国政府和学界没有做出确切的界定。① 其

中，“五眼联盟”是美国最为核心的盟友团队之一，多数欧洲国家在北约框

架下成为美国同盟体系坚定的支持者和维护者，亚太战略的不断推行也使得

美国与亚太部分国家保持着良好的同盟关系。为了实现研究目的并考虑到数

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了 “五眼联盟”中的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

西兰，北约主要成员法国、德国、意大利、希腊、荷兰、比利时、卢森堡、

西班牙、葡萄牙、匈牙利、丹麦、挪威、冰岛、捷克、波兰、土耳其、爱沙

尼亚、罗马尼亚，亚太盟国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等 2 6 个国家作为样

本，考察其作为美国盟友在美国对华科技制裁中的政策倾向。以上国家不仅

与美国建立了正式的同盟关系，且与美国属于同一制度类型，拥护相似的西

方式 “自由民主”价值观，同时还与中国保持着务实互利的伙伴关系。

201 2 年出现的 GDELT （Global Database of Events，Language，and
Tone）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新闻事件数据库，使用 CAMEO 系统自动编码

的方式，从全球超过 1 00 种语言的媒体中自动挖掘信息，将新闻信息编码成

一个个事件的输入。该数据库内容全面、分类粒度细、更新频率高，为国际

关系研究提供了极好的数据支撑。国家间关系存在于频繁的互动事件当中，

可以通过分析新闻事件及其影响程度来研究。GDLET 的每条事件记录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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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为行为体 A （Actor1，主动方）对行为体 B （Actor2，被动方）的一次言

语或现实行为，将这些记录收集起来，结合事件强度值、事件提及次数和事

件数量，则可以计算行为体 A 在相关事件中对行为体 B 的态度或关系分

值。① 计算公式如下 （见式 1）：

R = ∑
N

1
I n

N + 0.1
 

 

|
|

 

 

|
|× log2

∑
N

1
Mn

N + 1
 

 

|
|

 

 

|
| （式 1）

式 1 中，R 为行为体 A 对行为体 B 的态度或关系分值；N 为相关事件的

数量；I n为每个事件的强度值，即事件的合作与冲突程度；Mn为每一事件的

被提及数，可以反映该事件的受关注程度，提及次数越多，表明受关注程度

越高，越有可能对国际关系产生影响。

美国盟友在科技相关事件中对中国的态度和关系分值可以对其政策倾向

进行衡量。本文获取了 GDELT 1.0 Event Database 中的新闻数据进行处理，

以天为最小单位将数据合并后导入数据库。② 根据与高新科技相关的 “tech”
“5G”“AI”“artificial-intelligence”“semiconduct”“huawei”等关键词对数据库中

的 Source URL字段进行筛选，选择 Actor1Geo _CountryCode字段为 26 个样本国

家英文简写，Actor2Geo _CountryCode字段为 CH （中国），获取样本国家对中国

的科技相关新闻事件记录。以数据库中 GoldsteinScale 分值③作为 In ，衡量每一

事件的合作与冲突程度，以 NumMentions作为Mn ，统计样本国家关于中国科技

事件报道总数作为 N，并按照式 （1）进行计算，即可得到样本国家对中国科技

相关事件的态度分值。分值越低说明样本国家态度越倾向于冲突，分值越高说明

样本国家态度越倾向于合作，越有可能做出对华积极的政策选择。

2.核心解释变量

（1）同盟压力。当美国盟友陷入同盟对手和技术合作伙伴的 “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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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关于美国盟友在科技问题上对中国态度分值的计算，参考了薛浩男等对新冠疫情时期国家之

间的合作与冲突指数计算公式，参见薛浩男、张雪英、吴明光、曹天阳：《基于新闻数据的新冠疫情事件

下 “全球—中国”国际关系变化分析方法》，载 《地球信息科学学报》2021 年第 2 期，第 351～363 页。

The GDELT Proj ect.GDELT 1.0 Event Database， http：//data.gdeltproj ect.org/events/

index.html.
在 GDELT 数据库中，Goldstein 用于判断某一事件合作或冲突的程度，分值在-10 到 1 0 之

间，负值为冲突，正值为合作，分值越大合作程度越高。Joshua S.Goldstein，“A Conflict-Cooperation
Scale for WEIS Events Data”，J ournal of Conflict Re so lution，Vol.36，No.2，1 9 92，pp.36 9-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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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时，同盟压力可能会驱使其在政策选择上倾向于同盟主导国。同盟压力

主要取决于同盟成员与主导国的实力差距及其对主导国的政治认同。

一是实力差距。在美国主导的双边和多边同盟中，同盟的非对称性表

明，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拥有约束盟友的能力。虽然实力差距的大小将影响其

转化为权力的有效性，但实力越强大即与主导国实力差距越小的同盟成员，
越可能会受到来自主导国的关注和压力，反而越难保持政策的自主性。大多

数学者采用 GDP、军事支出和国家实力综合指标 （CINC）来衡量国家实力，
但这些指标系统地夸大了人口众多的贫穷国家的财富和军事能力。GDP∗人

均 GDP 这一指标有效囊括了国家的资源占有量和利用效率两个维度，可以

更加准确地衡量国家实力。① 本文采用这一指标，通过美国与盟友之间相关

数据的比值对实力差距进行衡量，比值越小则说明盟友与美国的实力差距越

小。GDP 和人均 GDP 数据均来源于世界银行 “世界发展指数 （WDI）”数

据库。② 考虑到国家之间实力相差较大，本文对比值取自然对数。为了保证

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选择传统指标 GDP 来对国家实力进行衡量，采

用美国与盟友之间 GDP 的比值作为实力差距的替代变量，并取自然对数。
二是政治认同度。盟友对美国的政治认同度越高，就越有可能强化同盟

压力，在对华科技制裁问题上越有可能与美国保持政策一致。政治认同包括

利益、制度和观念等多个层面的内容，带有价值和情感倾向，本身是无法用

理性计算来衡量。利益契合度是影响政治认同形成的最主要因素，构建和发

展政治认同的首要条件是满足行为体的利益需求。③ 一般而言，美国对外政

策的目标、内容、手段等越符合盟友的国家利益，盟友对其政治认同度就越

高。由于国家间利益关系的复杂性，可通过观察各国在某些共同议题的集体

行为或利益表达，以解读各国利益需求的相似程度以及趋同性。④ 联合国大

会具有覆盖国家范围广、议题广泛的特点，通过历次决议投票数据可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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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Michael Beckley，“The Power of Nations：Measuring What Matters”，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43，No.2，201 8，pp.7-44.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World Bank，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source/

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孔德永：《政治认同的逻辑》，载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 0 7 年第 1 期，

第 1 2 5 页。
刘林青、陈紫若：《权力优势、贸易依赖与他国外交政策相似性———中国美国的比较分析》，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 9 年第 4 期，第 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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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盟友间的利益契合度和政策匹配度，从而考察盟友对美国的政治认同

度。基于各个国家对联合国大会决议的原始投票数据，迈克尔·A. 贝利

（Michael A.Bailey）等人提出了一个动态有序空间模型来测算各国的理想点

指标。① 一个国家对某项决议的投票是其理想点、投票特点和随机错误的函

数。理想点指标实际反映的是国家在美国领导的 “自由世界秩序”中的相对

位置，理想点之间绝对差异的比较可以对国家间政治距离的相对变化进行衡

量。② 分值越大，说明盟友与美国的政治距离越远、利益重合度越低，对美

国的政治认同度也越低；分值越小，说明盟国与美国的政治距离越近、利益

重合度越高，对美国的政治认同度越高。③

为验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采用基于联合国大会投票的 S 分值作为政治

认同度的替代变量。S分值的取值范围为-1 到 1，分值越高，说明盟国与美国

的利益重合度越高，对美国的政治认同度也越高；分值越低，说明盟国与美国

的利益重合度越小，对美国的政治认同度就越低。计算公式如下 （见式 2）：④

S Vote i，Vote A( )= 1- 2
∑
N

k= 1
Vote ik -Vote Ak

∑
N

k= 1
dmaxk

（式 2）

式 2 中，S Vote i，Vote A( ) 为盟友与美国在当届联合国大会所有议题上的

投票结果距离；Vote ik，Vote Ak 分别代表盟友和美国在某一议题上的单次投票

结果；Vote ik -Vote Ak 表示盟友和美国在某一议题上的投票结果距离，用

两国单次投票分值差额的绝对值表示；dmaxk 表示在某一议题上投票结果之间

可能的最大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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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A.Bailey et al.，“Estimating Dynamic State Preferences from United Nations Voting
Data”，J ournal of Conflict Re so lution，Vol.6 1，No.2，201 7，pp.430-45 6.

已有相关研究采用理想点指标衡量北约的同盟凝聚力和盟友偏离情况。Ferit Murat Ozkaleli
and Ali Gunes，“Allied but Deviating NATO in the Multipolar World：Exploring Time Profiles of
Western Alliance Cohesion Using Ideal Point Estimations”，Global Governance，Vol.27， No.4，

202 1，pp.5 6 1-586。
相关数据来源于联合国投票理想点数据库，参见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Voting

Data，https：//dataverse.harvard.edu/dataset.xhtml？ persistentId=doi：10.79 1 0/DVN/LEJUQZ。
关于 S 分值法及其计算公式可参见 Kevin Sweeney and Omar M.G.Keshk， “The Similarity

of States：Using S to Compute Dyadic Interest Similarity”，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22，No.2，2005，pp.1 6 5-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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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技术合作。美国盟友与中国的技术合作水平越高，就越有可能在美国

对华科技制裁中保持一定的自主性。国家间的技术合作水平主要取决于双边技

术贸易和投资的发展。美国盟友与中国的技术合作水平越高，意味着其对中国

的技术贸易和投资的依赖性相应较强，说明与中国的技术合作是至关重要的。
若与中国的技术合作关系遭到破坏，那么美国盟友将无法轻易找到能够提供类

似技术资源的替代合作伙伴，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国际环境不确定性或更糟的交

易条件。① 尽管面对美国联合对华科技施压，但盟友弱化或切断与中国技术联系

的高成本可能会促使其保持一定的政策自主性。美国盟友对中国技术合作水平可

用双边技术贸易总额来衡量，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发会议 （UNCTAD）数据库中

网络通信技术领域的双边贸易额。② 为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选择了

双边技术贸易总额占 GDP 比重作为技术合作的替代变量。

3.控制变量

按照既有文献的做法，本文引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来排除其他的可能性

解释。（1）汇率，反映国家政治经济环境的稳定性，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世界发展指数 （WDI）”数据库。（2）制度距离。国家制度质量和制度环境

的不同，潜在塑造着个体的认同与文化、战略偏好和结果偏好产生，进而影

响两国 关 系。③ 制 度 距 离 可 分 为 政 治 制 度 距 离 （ID）和 经 济 制 度 距 离

（ED）。④ 其中，政治制度距离基于世界银行 “全球治理指数 （WGI）”⑤ 中的

六个维度数据，采用标准化欧式距离测算法，对美国盟友与中美的政治制度

差异进行测度。经济制度距离基于美国传统基金会的 “经济自由度指数

（EFI）”，⑥ 采用总分的绝对差异来衡量美国盟友与中美的经济制度差异。
（3）与美国的地理距离，考察美国影响力的辐射范围。本文采用盟国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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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ateral Trade Flows by ICT Goods Categories，Annual，UNCTAD，https：//uncta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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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World Bank，https：//www.govindicators.org.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The Heritage Foundation， https：//www.heritage.org/

index/explore？ view=by-region-country-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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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球面距离与国际油价的乘积来表示地理距离 （GD），其中，球面距离

数据来源于 CEPII 的 Geodist 数据库，① 国际油价数据来源于美国能源信息

署原油数据库。② （4）与美国的技术合作。美国与盟友的技术合作在中国

与美国盟友的技术贸易结构中发挥重要作用，进而影响到美国盟友面对中

美科技竞争时的政策选择。本文采用盟友与中美两国的双边技术贸易总额

比值进行衡量，数据来源于 UNCTAD 贸易数据库中网络通信技术领域的

双边贸易额。表 1 为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含义和描述

性统计。

表 1 变量含义及描述性统计

所属变量 变量含义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政策倾向 Policy 4.12 9 5.5 10 -9.35 9 1 8.803

核心

解释变量

同盟压力

与美国实力

差距

（对数值）

对美国的

政治认同

与中国的技术合作

（对数值）

asym 4.39 9 1.60 1 1.841 7.6 62

gdp 3.625 1.324 1.39 1 6.684

ideal 1.687 0.50 1 0.97 1 3.25 8

UNvotes _s 0.09 6 0.22 6 -0.570 0.528

ICTtrade 8.433 1.683 4.844 1 1.36 9

ICTtrade _gdp -18.570 0.949 -20.394 -1 6.52 9

控制变量

汇率 （对数值） exchange 1.53 3 2.106 -0.286 7.05 5

与中国的政治制度距离 ID _ch 1.65 2 1.03 5 0.49 7 4.283

与美国的政治制度距离 ID _us 3.807 1.29 5 0.830 5.583

与中国的经济制度距离 ED_ch 6.5 68 5.1 1 1 0.007 20.030

与美国的经济制度距离 ED_us 1 4.328 6.786 0.73 5 28.1 6 7

与美国的地理距离 GD_us 1 2.950 0.477 1 0.987 1 3.7 14

与美国的技术合作

（对数值） ICTtrade _us -1.5 6 5 0.844 -3.224 0.032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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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GeoDist，CEPII，http：//www.cepii.fr/cepii/en/bdd _modele/bdd.asp.
Cushing，OK WTI Spot Price FOB，U.S.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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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计量模型

美国对华科技制裁主要是依托已有的同盟体系来进行。为了探究技术合

作与同盟压力对美国盟友政策倾向的影响，本文实证研究过程中选取美国的

主要盟国作为样本国家，涉及 “五眼联盟”、北约主要成员、亚太盟国等 2 6
个国家。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数据的时间跨度为 20 1 7～2020 年，基

础面板模型设定如下：

Policy i，t =β0 +β1 asym i，t-1 +β2 ideal i，t-1 +β3 ICTtrade i，t-1 +β4 X i，t-1 +
y i +φi +∈ i，t

其中，i 表示国家，t 表示时间。被解释变量政策倾向 （Policy i，t ），表示 i
国在 t 时期对中国的科技政策倾向；核心解释变量为同盟压力与技术合作

（ICTtrade i，t ），其中，同盟压力选用实力差距 （asym i，t ）和政治认同 （ideal i，t ）
来衡量。X i，t 为其他影响政策选择的控制变量，y i 和φi 分别为与国家和时间有

关的不可观测因素，∈ i，t 则为随机扰动项。
为了减少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均滞后一

期，并控制了国家与时间双向固定效应，来有效解决未被观察到的、随国家

或时间变化的遗漏变量问题所带来的估计偏误，以确保结果为无偏估计。为

了减少极值对回归结果带来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 1%的

缩尾处理，并为了更好地估计不同解释变量对于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对

所有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三）实证结果及相关分析

表 2 报告了以同盟压力 （实力差距与政治认同）、技术合作为核心解释

变量的美国盟友政策倾向影响因素的面板模型计量结果。模型 （1）～模型

（3）依次放入解释变量 （实力差距、政治认同与技术合作）的回归结果，模

型 （4）是单独考虑实力差距和政治认同这两个同盟压力因素的回归结果，
模型 （5）和模型 （6）是分别考虑实力差距与技术合作、政治认同与技术合

作因素的回归结果，模型 （7）为综合考虑同盟压力与技术合作下的回归结

果。对模型进行 F 检验时发现，模型通过 F 检验，说明实力差距、政治认同

和技术合作会对美国盟友的对华政策倾向产生影响关系。此外，通过观察表

2 中模型 （1）～模型 （7）列的 VIF 值，均小于 5，可以确定本文回归模型

并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问题。根据表 2 回归结果可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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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VARIABLES （1） （2） （3） （4） （5） （6） （7）

asym
4.686∗

（2.533）
3.962
（2.6 1 8）

5.79 6∗∗∗

（1.927）
5.1 10∗∗∗

（1.77 1）

ideal
1.607∗∗

（0.670）
1.489∗∗

（0.674）
2.02 1∗∗∗

（0.640）
1.906∗∗∗

（0.647）

ICTtrade
3.5 70∗∗∗

（1.272）
4.587∗∗∗

（1.1 7 1）
4.104∗∗∗

（1.302）
5.000∗∗∗

（1.248）

exchange
-1 3.54∗∗

（4.960）
-6.240
（3.71 6）

-3.210
（3.572）

-1 1.94∗∗

（5.270）
-1.406
（3.1 9 9）

-10.94∗∗

（4.435）
-8.320∗

（4.31 2）

ID_us
-1.078
（0.688）

-0.79 1
（0.69 6）

-0.750
（0.71 6）

-0.924
（0.698）

-0.52 1
（0.690）

-0.903
（0.724）

-0.66 9
（0.705）

ID_ch
-2.69 9
（1.858）

-1.73 5
（1.81 3）

-2.364
（1.868）

-2.133
（1.842）

-1.710
（1.777）

-2.901
（1.79 7）

-2.22 1
（1.75 1）

ED_us
-0.92 1∗∗

（0.37 9）
-0.784∗∗

（0.377）
-0.824∗∗

（0.338）
-0.886∗∗

（0.404）
-0.809∗∗

（0.375）
-0.97 6∗∗

（0.35 7）
-0.944∗∗

（0.400）

ED_ch
-0.0584
（0.392）

0.278
（0.474）

0.0783
（0.384）

0.142
（0.47 6）

0.3 1 9
（0.49 7）

-0.10 1
（0.393）

0.147
（0.506）

GD_us
5.002∗∗∗

（1.476）
5.208∗∗∗

（1.65 9）
4.5 94∗∗∗

（1.450）
5.546∗∗∗

（1.75 5）
5.444∗∗∗

（1.664）
5.1 68∗∗∗

（1.46 9）
5.902∗∗∗

（1.777）

ICTtrade _us
0.5 92
（0.43 5）

0.5 6 1
（0.446）

0.801∗

（0.39 6）
0.62 9
（0.441）

0.952∗∗

（0.35 9）
0.95 1∗∗

（0.35 7）
1.07 6∗∗∗

（0.326）

Constant
4.058∗∗∗

（1.001）
3.544∗∗∗

（0.952）
2.840∗∗∗

（0.81 8）
4.338∗∗∗

（1.182）
3.358∗∗∗

（0.944）
4.01 7∗∗∗

（0.914）
4.36 7∗∗∗

（1.1 1 1）

时间

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个体

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VIF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F 检验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1 02 1 02 1 02 1 02 1 02 1 02 1 02

说明：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 0%、5%、1% 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资料来源：同表 1

第一，技术合作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与

中国的技术合作水平越高，美国盟友在美国对华科技制裁中对中国的态度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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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积极。虽然美国通过各种渠道威逼利诱盟友来联合打压中国的高新技术发

展，但与中国的技术合作及其带来的巨大收益成为美国盟友面对美国对华科

技制裁时的重要考量因素。随着国际分工合作的不断加深，高新技术产业链

呈现全球化的趋势，其中某一个节点的变动将会起到 “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作用，国家之间的合作状态时刻牵动着整条产业链的发展。美国对华为的制

裁一开始并未得到盟友的迅速呼应，就是因为一些盟友从合作收益和放弃合

作的机会成本考虑，不愿意断供或是更换正在使用的华为设备。
为拉拢盟友在对华科技制裁中站队，美国正试图通过组建 “技术同盟”

加强与盟友的技术合作，建设 “21 世纪的数字基础设施”，提供可以替代中

国技术和产品的选择，① 以此削弱甚至替代盟友与中国的技术合作。虽然这

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奏效，但美国不少盟友对于完全舍弃与中国的技术合作

收益而采取对等的制裁措施是深感忧虑的。一方面，与美国的技术合作利益

无法完全取代与中国的技术合作利益。数字产品和服务是建立在硬件和软件

的各种组合基础上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个公司能够控制技

术堆栈的所有层次。② 例如，欧洲地区对美国的技术依赖主要是在软件方面，
对中国的依赖主要是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价值链低端的硬件供应方面，美国

无法提供同等价格、同等性能的替代产品和方案。另一方面，美国与盟友在

科技领域也存在竞争性。军事和政治上的结盟并不等于在其他领域没有纷

争，美国与欧洲盟国在隐私、数据监管和向美国科技巨头征税方面也面临分

歧。从科技竞争能力来客观评估，虽然美国将中国视为头号竞争对手，但中

国在技术领域还处于学习阶段，反而美国盟友中的德国、日本等传统科技强

国对美国存在技术竞争威胁。
第二，实力差距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美国

盟友与美国的实力差距越小，越容易受到更大同盟压力的制约，从而与美国

保持政策上的一致。虽然美国盟友与中国的技术合作关系会使其对华制衡的

偏好趋于下降，但作为同盟主导国的美国仍可运用强制手段促使盟友改变政

策。在众多盟友中，实力更为强大的盟友对于美国有着更为重要的战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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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The White House， March 3， 202 1，

https：//www.whitehouse. gov/wp-content/uploads/202 1/03/NSC-1v2.pdf.
杨剑：《当全球数字生态遭遇霸权政治：5G 市场谈判中的 “华为冲突”》，载 《太平洋学报》

202 1 年第 1 期，第 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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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因此成为其在这场技术竞争中重点拉拢和施压的对象。为促使盟友采取

美国所期望的特定立场、政策和行动，美国以双边和多边安全合作、情报分

享、金融制裁等为筹码，综合运用说服、劝诱、施压等手段，促使相关国家

与地区禁止向中国出售敏感技术，禁止中国科技企业在其国内开展业务，放

弃与中国在网络通信、数字基础设施等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项目。尽管相当

数量的盟友表示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也不认可美国对中国科技制裁措

施，但由于同盟关系和美国战略压力的升级，美国盟友持中立立场或继续与

中国的合作的成本将会逐渐上升。一旦这种对盟友带来的外在压力转化为内

生性动力，美国通过警告、惩罚等手段增大对盟友的主动施压，就会加大盟

友的脆弱性并开始基于政治逻辑矫正市场逻辑，从而导致其政策趋于与美国

保持一致。
第三，政治认同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美国

盟友对美国的政治认同度越高，越容易强化或接受同盟压力，从而与美国保

持政策上的一致。政治认同是国家开展政治支持行动的关键，其不仅源于国

家制度和文化根源的相近，而且体现在意识形态对于技术安全的认知共识

中。技术的开发和使用问题日益与政治和观念联系在一起，成为有关国家内

部秩序的系统对立或竞争的一部分。技术不是价值中立的。无论是在数据收

集和处理、人工智能还是生物技术方面，技术发展越多地触及政治和社会秩

序的基本问题，就越与意识形态层面相联系。① 拜登政府 202 1 年 3 月公布的

《过渡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反复强调，要联合经济理念相似的民主国家

保卫供应链和技术链，在经贸、科技等领域推广西方民主价值观，将其作为

团结西方、加强合作、打造联盟的新亮点。美国及其盟友组建的技术联盟就

是以西方 “民主”为意识形态牵引，其中的中坚力量是 “志同道合的民主国

家”。② “以价值观规制技术”的提法已经获得了不少美国盟友的认同，美国

与欧洲盟友已经在发展和推广 “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加强共同的 “民
主”价值观并尊重普遍人权方面达成了共识。在美国对华科技制裁中，美欧

正借助共同的民主、人权等价值观体系逐渐形成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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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Volker Perthes，“Dimensions of Rivalry：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Vol.3，No.1，202 1，pp.5 6-65.

“EU-US： A New Transatlantic Agenda for Global Change ”， European Commission，

December，2020，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 _20 _22 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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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美国还在对华技术威胁感知方面塑造着新的认同。外部威胁水平

是同盟凝聚力程度的主要决定因素，缺乏清晰明确的外部威胁，意味着同盟

凝聚力的下降。① 同盟成员与中国技术合作的发展，可能导致其对中国的威

胁感知弱化，没有充足的动力参与美国对华科技制裁。美国通过将技术优势

泛化为政治和安全问题，试图在同盟体系内塑造 “中国科技威胁论”共识，
迫使盟友在技术合作利益和同盟安全利益之间做出选择。科技领域的竞争性

日益增强以及合作过程中的技术依赖逐渐加深，也可能导致美国盟友对中国

的 “竞争性”和 “依赖性”威胁感知。只要产生了威胁感知，主导国与非主

导国通常会做出相似的选择，主导国感受到威胁会选择强化同盟，非主导国

感受到威胁就更加容易受到主导国的影响。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美国与盟国 GDP 的比值、联合

国投票的 S 分值、美国盟友与中国 ICT 双边贸易额占 GDP 比重分别作为实

力差距、政治认同和技术合作水平的替代变量，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模型

（8）为替代实力差距后的回归结果，模型 （9）为替代政治认同后的回归结

果，模型 （10）为替代技术合作后的回归结果，模型 （11）为替代所有主要

解释变量 （实力差距、政治认同和技术合作）后的回归结果。从表 3 中可以

看出，主要解释变量的显著性并未发生明显变化，回归结果较为稳健，说明

以上研究结论依然可以得到验证。

表 3 替换变量回归结果

VARIABLES （8） （9） （10） （1 1）

asym
5.464∗∗

（2.076）
2.627
（2.023）

gdp
6.1 1 2∗

（3.09 5）
3.249
（3.6 1 3）

ideal
1.944∗∗∗

（0.654）
1.902∗∗∗

（0.642）

UNvotes _s
-1.644∗∗

（0.61 3）
-1.622∗∗

（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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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Victor D.Cha，“Abandonment，Entrapment，and Neoclassical Realism in Asia：The Un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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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Ttrade
4.9 1 8∗∗∗

（1.286）
4.880∗∗∗

（1.33 5）

ICTtrade _gdp
2.648∗∗∗

（0.670）
2.589∗∗∗

（0.706）

exchange
-6.1 6 1
（3.844）

-8.81 5∗

（4.61 2）
-8.381∗

（4.422）
-7.23 6∗

（3.932）

ID_us
-0.5 9 5
（0.681）

-0.202
（0.747）

-0.686
（0.69 7）

-0.1 77
（0.71 8）

ID_ch
-2.089
（1.71 2）

-1.588
（1.83 6）

-2.43 6
（1.76 3）

-1.723
（1.820）

ED_us
-0.9 1 2∗∗

（0.383）
-0.87 6∗∗

（0.344）
-0.932∗∗

（0.393）
-0.841∗∗

（0.322）

ED_ch
0.1 78
（0.508）

0.1 7 1
（0.39 7）

0.21 5
（0.50 1）

0.25 7
（0.39 9）

GD_us
5.62 6∗∗∗

（1.71 3）
2.093
（1.73 1）

5.834∗∗∗

（1.789）
1.885
（1.686）

ICTtrade _us
1.033∗∗∗

（0.360）
1.03 9∗∗∗

（0.326）
1.09 5∗∗∗

（0.342）
1.033∗∗∗

（0.358）

Constant
3.65 6∗∗∗

（0.948）
3.464∗∗∗

（0.986）
4.428∗∗∗

（1.1 1 7）
3.07 6∗∗∗

（0.809）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VIF Yes Yes Yes Yes

F 检验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1 02 1 02 1 02 1 02

资料来源：同表 1

五、结论与启示

随着中美科技竞争的加剧，力劝盟友共同推进对华科技制裁成为美国的

战略选择之一。然而，同盟压力与中国技术合作的现实需求却导致美国盟友

出现政策选择的两难。本文以同盟 “同一性”困境理论为基础建构理论框

架，对美国盟友在美国对华科技制裁中的政策选择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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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美国盟友的政策选择取决于基于自身利益需求对同盟维系和外部联系的

衡量。同盟压力对美国盟友对华政策倾向有负面影响，与中国的技术合作水

平对美国盟友对华积极态度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选择同盟压力和技术合作

变量并不意味着其他变量不产生影响。国家间关系的高度复杂性和敏感性，
以及国内政治的差异性，尤其是决策者的主观能动性，导致美国盟友在美国

对华科技制裁中的政策选择无法使用几个简单抽象的变量去概括。但是本文

的实证分析仍然能够对处于 “同一性”困境的美国盟友政策选择的一般性逻

辑做出解释，某些特殊类型或个别盟友的行为特点，未来可以通过案例分析

的方法深入探讨。
随着经济实力差距逐渐缩小，中美在科技领域的竞争与博弈或将成长远

趋势。拜登政府将以领导者的姿态，继续组织盟友在科技领域共同对华制

裁。如果美国深化与盟友之间的关系并加以整合，那么其综合影响力可以影

响中国在所有领域里的选择。① 首先，中国要对美国联合盟友对华科技制裁

的举措有清醒的认识。虽然部分美国盟友与中国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地缘政

治竞争，并未受到来自中国的 “直接安全威胁”，但美国的实力优势以及美

国与盟友安全利益与价值观的重合度，使盟友容易受到持续加码的同盟压力

的影响，从而导致对华关系的复杂性和敏感性不断增加，部分盟友对华强硬

将成为定局。但美国盟友面临的 “同一性”困境，从某种意义上体现了美国

将同盟视为实现其战略目标手段的效能已被削弱，对盟友进行约束所需要付

出的代价也将越来越高。
其次，尽力拓展国际技术合作的空间和渠道，扩大技术合作 “朋友圈”，

提升合作水平。虽然美国盟友在实力地位、对美国的政治认同以及对华技术

合作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与中国技术合作水平的提高能够推动美国盟友采

取更积极的对华科技政策。这为中国外交提供了可以有所作为的空间。中国

应继续拓展与美国盟友在技术领域的合作，携手推动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

化，调节美国盟友面临的同盟对手与技术合作伙伴的 “同一性”困境，尽力

推动美国盟友在美国对华科技制裁中保持中立，甚至做出有利于中国的政策

选择。此外，中国在东南亚、南亚、中亚、中东和非洲等地区也存在较大的

科技合作空间。上述地区高新技术发展相对落后，尤其是对于数字和信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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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的需求量很大，中国政府和企业可以依托 “一带一路”倡议来拓展国

际科技合作的空间，突破美国联合盟友对华的制裁封锁。
最后，自身科技实力的提升才是妥善应对大国科技竞争与制裁的根本解

决之道。一是政府要加大在科技领域的投入，不断增强科技创新能力。鼓励

关键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的自主研发，加速实现国产替代。克服后发劣势，在

强化 5G、量子计算等新兴技术优势的同时，准确掌握科技发展的机会窗口，
抓紧部署未来科技研发，聚焦细分领域布局差异化战略以实现赶超。二是加

大政策牵引力度，引导企业和政府部门更多采购国产产品，同时促进全产业

链的资源整合，构建国内闭环体系，形成持续创新发展的生态圈。三是要建

立起符合科技创新发展的人才队伍。对内要加强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和激励

工作，为自主创新提供充足的人才储备，对外要加强人才交流，吸引具有高

科技技术和产业经验的海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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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ship.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to explore it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including China’s strength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its economic statecraft.This paper，in contrast to previous research，focuse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arget country itself，that is，the main sources

of political legitimacy.This study argues that when performance-based state

legitimacy predominates， the target country’s economic dependence on

China is more likely to facilitate its foreign policy alignment with China，and

China’s economic power is more likely to develop into influence over that

country；when procedure-based or value-based legitimacy prevails，economic

dependence hasa more limited impact on the target state’s foreign policy.

This paper examines this theoretical framework with three cases in Malaysia，

Vietnam，and the Philipp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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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Cooperation and Alliance Pressure：The Policy Choices of

U.S.Allies in U.S.Technology Sanctions against China
Li Mingyue and Gu Yuanyuan

Abstract：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nter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the emerging fiel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presented by network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becomes the key to competition among great

powers.The United States regards the alliance system as a key link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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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yout of its 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 with China，and tries to use the power

of its allies to j ointly pressure China.The political pressure of alliance and the

realistic demand of technical cooperation with China lead to a policy dilemma

for America’s allies.On the basis of the alliance “identity”dilemma theory，

this paper tries to introduce the variables of technical cooperation and alliance

pressure to construct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discusses policy choice

logic of American allies when facing the alliance opponent is also the technical

partner.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level of technical cooperation with China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positive attitude of American

allies towards China in the context of Sino-U.S.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

The alliance pressure derived from American strength advantage and political

identity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choice of American allies’China policy.

In the case of American tech sanctions on China，the choice of American

allies’China policy will depend on the balance between alliance pressure and

the level of technical cooperation with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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